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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多元
共治路径探析
朱晓勤 李天相
(厦门大学 福建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中的多元共治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实现环境法
的公众参与原则，促进裁量基准规则内容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但行政裁量基准理论与环境法学
的多元共治理论存在多方面的理论抵牾，包括自制与他制控权逻辑的分歧、技术理性的不匹配以
及操作层面对行政效率造成阻碍等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排斥裁量基准中的多元共治，而是揭示了
有限多元共治路径的应然选择。这种多元共治路径的有限性表现在主体、对象和程序三方面。通
过有限的多元共治，可以发挥裁量基准的软法治理特点，促进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则内容的
理性化和控权功能的实现。
关键词:裁量基准 环境治理 多元共治 软法 行政自制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体制，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
文明建设的良好风尚。在这一时代要求下，我
国环境管理模式也发生着由“环境管理”向“环
境治理”的转变，行政主体与社会主体在新的
环境治理体系中正在从“命令控制”向“沟通协
作”发展。①因此，以控制行政主体行政处罚裁
量权为功能预期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在其制
度建构中应当发展多元共治的路径，顺应新时
期环境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策略变革。
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在我国实践中
已经得到了广泛的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是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下位概念，指在环境
处罚领域中环保部门所制定的控制自身裁量权
的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行政自制手段，它有着
相对自我封闭的运行过程，较少适用公众参与，
但这有悖于环境法的公众参与原则，同时也阻
碍了这一制度本身的良性运行和长远发展。为
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取协调与融合的研究进
路，②将环境法理念和价值要求与行政法学中
的裁量基准理论相结合，立足于环境治理的特
殊性，探讨并建立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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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共治路径。
一、多元共治在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
度中的意义
( 一) 环境多元共治有助于实现公众参与
原则
环境多元共治强调的是环境保护中所涉及
的各个主体———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
公众以及第三方机构等的共同参与。由于环境
事务的特点，行政机关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参
与较为直接，社会公众等主体的参与程度相对
较低。而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
则，是人类环境保护经验的深刻总结，它并不是
“可为”之事项，而是“当为”之原则。它要求社
会公众能够有途径参与到影响环境的相关决策
活动中。③ 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中的多
元共治通过将社会公众的参与活动制度化来促
进公众参与原则的实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环境多元共治能够促进环境公共利
益在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的体现，确保裁
量基准对环境权利的维护和增进。公民环境权
利是环境法律制度的基石，对于环境公共事务
的参与则内含于这一权利之中，是公民环境权
利保障的一个重要面向。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的制定和实施将显著地影响公民从事的与环
境相关的活动，对公民环境权利及其保障具有
潜在的影响。在多元共治模式下，公民在裁量
基准制定与实施活动中的参与能够确保裁量基
准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体现，维护公民环境权利。
其次，环境多元共治能够弥补裁量基准制
度中政府职能履行的不足，降低行政失灵的风
险。长期以来，环境法律治理所要解决的两个
主要问题是市场失灵和行政失灵的问题。市场
在生态环境方面具有外部不经济性，使得传统
的部门法难以处理生态环境问题，因而产生了
以政府管制为主要手段的环境法; 而又由于政
府管制存在行政失灵的风险，环境法在近几十
年间发展了公共信托理论、公民环境权理论、公
益诉讼理论、环境多元共治理论等旨在发动民
间力量参与环境保护的思想和理念。在环境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中也存在行政失灵的现实
危险。一方面，行政主体难以面面俱到地规定
现实中所有可能的案件情节，也难以准确无误
地平衡环境利益和其他利益之间的关系; 另一
方面，由于裁量基准的自制属性，行政主体仍然
具有选择不适用裁量基准的权力，存在滥用裁
量权的风险。因此，发挥环境多元共治的功能
可以应对裁量基准制度下行政失灵的问题。
最后，环境多元共治能够增进裁量基准的
民主、公平和秩序价值。民主、公平和秩序都是
裁量基准制度所要追求的法的价值，这些价值
的实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证成裁量基准制度的
正当性。环境多元共治为原本封闭的自制制度
引入了公众参与的程序，促进了民主价值的实
现。环境多元共治使得行政相对人在裁量基准
的制定与实施中有了更多的表达利益诉求的机
会，促进环境利益、社会经济利益在裁量基准制
度中的均衡，促进了公平价值的实现。环境多
元共治将公众制度外的参与转化为制度内的参
与，促进了秩序价值的实现。
( 二) 环境多元共治有利于增强裁量基准
内容合理性
政府环保部门作为环境保护方面的专家，
其在环境决策中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其所进行
的裁量基准制定与适用活动也具有理性主义的
色彩。相反，社会公众一般并不具有环境保护
方面的专业性，其在环境多元共治中的参与具
有经验主义的色彩。环境问题并不是仅仅涉及
与自然环境相关的事实问题，还涉及到与人类
社会相关的价值问题。环境多元共治有利于沟
通和融合环境决策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使
各方利益在裁量基准规则内容中得到相对完整
的表达，增强裁量基准规则内容的合理性。具
体而言，作为具有高度专业性的规则制定主体，
环保部门能够制定出符合工具合理性的裁量基
准。但是，在环境决策中极少存在纯粹的技术
性问题，都会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
裁量基准中含有大量的情节判定标准，这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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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判定标准通常以一个技术性的数值来表示违
法行为的生态环境危害程度。而对于规则中
“应当”设置的数值标准，则需要根据价值判断
来设定。也就是说，对于特定违法行为所造成
的环境损害程度的评估是一个具有技术性的事
实判断的过程; 而对于违法情节严重程度的评
价则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判断主体可以主
观地将损害后果达到某一特定程度的事实界定
为“严重的”违法情节。在价值判断中，判断主
体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自身立场和视角，其所制
定的裁量基准的规则内容并不一定能够反映客
观实际情况，其价值目标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
就此而言，环境多元共治可以将经验主义
的维度引入到上述过程之中，运用公众经验增
强裁量基准规则内容的合理性。实际上，对于
特定地区环境质量、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以及环境污染的接受度等问题，处于该地区
的社会公众具有虽不专业但最为直观的感受和
认识。这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虽然存在混淆客观
事实与主观价值的问题，但在环境治理中，事实
判断与价值判断并不是严格二分的，而是具有
内在的联系。④ 通过公众经验意见，裁量基准的
制定主体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实际情况，把握
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现实形态和分布，促进
裁量基准的利益均衡。
( 三) 环境多元共治有助于提高裁量基准
可接受性
裁量基准的适用直接影响着行政处罚效果
的选择，继而直接或间接影响着行政相对人和
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裁量基准的可接受性
影响着这一制度的成效。环境多元共治能够提
高裁量基准的可接受性，保障裁量基准的常态、
有效实施。
环境多元共治通过构建利益表达的平台，
使裁量基准所涉及的大量利益冲突能够得到充
分的沟通和协调，实现利益的相互均衡，更为公
众所接受。⑤ 尤其是在法律中不确定概念的解
释方面，行政主体需要在探查立法原意的基础
上，将不确定法律概念细化为各种裁量因素及
其权重。⑥ 这一过程往往是不公开、不透明的。
鉴于裁量基准无论制定得多么细致都不可能完
全、准确地反映客观实际情况，这一“暗箱操
作”所产生的裁量基准在一些情况下难以为社
会公众所接受。环境多元共治能够促进社会公
众认识和了解裁量基准的制定与适用的整体过
程，提高裁量基准的可接受性。
二、多元共治与裁量基准的理论抵牾及其
消解
( 一) 多元共治与裁量基准的理论抵牾
1．自制逻辑与他制逻辑的分歧。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自制制度，不同于立法控制、
司法控制等外部控权方式。在自制的控权逻辑
下，这一制度注重发挥行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实现符合法治要求的自我约束。而包括环境多
元共治在内的公众参与机制对行政裁量权的控
制是一种外部的控制，体现了他制的控权逻辑。
这与行政裁量基准所具有的自制逻辑是存在矛
盾之处的。因而，多元共治与裁量基准在理论
上的抵牾，首先存在于对行政裁量权的控制逻
辑上，具体表现为多元共治的他制逻辑与裁量
基准的自制逻辑之间的理论冲突。
在行政裁量权的自我控制逻辑下，行政主
体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控制自身的裁量权、控制
何种裁量权、在何种程度上控制裁量权以及是
否通过制定裁量基准来控制裁量权。甚至在适
用裁量基准时，在特殊情况下执法者也可以脱
离裁量基准以其他正当处罚理由进行处罚。这
一逻辑的基础是裁量基准的制定权并非是一种
立法权，而是直接来源于行政机关所具有的裁
量权，裁量基准的制定与实施活动是裁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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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⑦ 因此，对于裁量基准的制定与实施
而言，包含民主价值的多元共治并非其合法性
和正当性的基础。
多元共治是通过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
环境治理之中的。其可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以
及弥补行政职能的不足，是从外部对行政权力
的一种监督和制约。而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建
立初衷是以行政权力的自我控制来实现权力的
外部控制所难以实现的功能和目的，如促进行
政主体自觉守法、使行政处罚适应不断变化的
社会现实情况等。就这一意义来说，具有他制
逻辑的多元共治对于裁量基准的自制功能的实
现帮助甚微，在制度设计与衔接方面也存在一
定的不融洽。
2．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差异。人们对环
境问题的认识在很多情况下要依赖自然科学的
事实判断结果，价值判断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是有限的。这是由环境问题较强的客观性决定
的。在环境行政处罚裁量中，对于环境事实的
认识和判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使得环境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具有较强的技术理性，其制定活
动也因此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具有理性主义
的特点。而参与多元共治的其他主体，如社会
公众，在很多情况下都不具备制定裁量基准所
需的专业技术，难以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对裁量
基准的规则完善提供对策建议，使得多元共治
更多地包含有经验主义的色彩。
首先，环境问题直接与自然环境相关，间接
与社会和经济相关，具有复杂性。对于某一特
定环境要素的污染和破坏而言，其裁量因素已
经结构化了，公众生活经验的作用非常有限。
比如超标排放污水的违法情形可能因地域、气
候、时间等因素不同而呈现差异，但其本质性因
素，即超标倍数是行政处罚裁量时所必须要考
虑的，不会因公众意见而排除对这一裁量因素
的考虑。
其次，对于污染浓度、环保设施合格条件等
事项，我国的环境标准体系已有细致规定，而在
行政处罚裁量中，对于情节严重程度的判定在
很多情况下直接以环境标准的规定为准。因
此，多元共治所能提供的经验性认识在情节判
定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也难以发挥作用。
对环境问题的判断受制于现有可行的科学
技术手段，行政主体在制定裁量基准时会考虑
自身已有的科学技术检测手段，并据此设定违
法行为的裁量因素。在科学技术局限性限定了
裁量因素选取过程的情况下，多元共治并非一
个有效的提升规则内容合理性的途径。
总之，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技术理性
为社会主体提出了较高的参与门槛，环境多元
共治中的公众参与更多的是经验主义的，难以
对技术性较强、已经结构化了的那部分规则内
容产生实质性影响。
3．环境民主与行政效率的冲突。参与意愿
的强弱不能成为这一制度是否引入多元共治的
理由。由于多元共治要求多主体的协同互动，
因而多元主体的参与意愿对其可操作性的影响
是较为直接的。对此，可以通过限定主体范围、
降低参与成本等方式提升多元主体的参与意
愿。同时，可以适当地简化参与程序，在能够发
挥多元共治控权功能的前提下，使参与程序的
操作难度适应行政效率的需要。
首先，多元共治作为一种权力的外部控制
方式，在涉及到多个行政部门的情况下能够通
过理顺行政主体间关系来提升行政效率; 但是
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定一般仅涉及单一行政部
门，即环保部门，并不涉及不同行政部门之间的
协调问题。因而，多元共治对行政效率的提升
功能难以在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中发挥出来。
其次，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从整体上讲
往往卷帙浩繁，极大地增加了环境民主的实现
难度。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般包含十余项
甚至数十项违法行为，而且种类差异很大，一项
违法行为的细化标准往往由数个条款或格次组
成。所涉及的法律法规更是涵盖了环境基本
法、各项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环境设施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性环境保护法律文件。这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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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仅涉及原环保部门处罚权的情况下，在机
构改革之后，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所规定的
范围有扩大的趋势。
最后，多元共治对环境民主的追求本身还
受制于公众的参与意愿。社会公众对环境公共
事务，尤其是行政裁量基准这类政府主导的制
定活动参与意愿较为有限，存在“搭便车”的问
题。⑧ 对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较为关心的一
般是环境行政处罚的潜在相对人，这些主体不
能代表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关切，对于裁量基
准价值目标合理性的提升帮助有限。
( 二) 理论抵牾的消解
1．对三方面理论抵牾的反思。第一，对自
制与他制的控权逻辑分歧问题的反思。诚然，
作为行政自制制度的行政裁量基准并不以多元
共治为其必要内容，也不以民主性为其合法性
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排斥他制在行政裁量基准
中的引入。自制与他制虽然在一些情况下存在
冲突，但也存在相互一致的方面。多元共治的
他制与行政裁量基准的自制之间存在手段层面
的冲突性和目的层面的一致性。他们具有一致
的目的，即实现裁量权的治理。在同一目的下，
可以通过调节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来协调
两者在手段上的冲突，实现自制与他制的衔接
和融合。同样是对于权力的控制，行政自制是
从公权力的视角来实现，多元共治则是从私权
利的视角来实现。多元共治可以与行政自制相
结合为行政裁量基准提供一个公权与私权、公
益与私益相互交流、沟通的平台，促进行政自制
的理性化。⑨ 与此同时，在环境法中，公众参与
是一项基本原则，在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中必然
要具有某种形式的制度表达。这一原则性要求
使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不同于其他领域的行
政裁量基准，使得行政自制不能成为公众参与
的障碍。
但是，自制与他制的理论分歧揭示了行政
自制对于行政主体自主性的重视。行政自制功
能的发挥正是基于行政主体的自主性。而多元
共治的他制逻辑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政
主体的自主性，较高程度的多元共治可能会将
行政裁量基准变为一种变相的外部控权制度，
使之失去行政自制的功能和特点。为了避免多
元共治的他制逻辑对行政自主性的负面影响，
要对多元共治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减少自
制与他制之间的冲突。这种限制主要是通过限
制多元共治的主体、对象和程序来实现的。因
此，通过自制与他制的理论分歧，我们可以获得
启示，即多元共治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具有一定
程度上的限制的。
第二，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差异问题的
反思。在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技术理性
需求问题不能成为多元共治的阻碍。因为环境
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社会和经济问题;不
仅是事实问题，也是价值问题。在环境法的视
域下，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没有不可逾越
的鸿沟，环境技术在很多情况下影响着环境决
策。环境法律中所规定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大
多数既有技术性内容，也有经验性内容。比如
“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这一概念难以单独从
技术上来解释，因为其包括了人们对“良好环
境”的价值判断。特定区域内的公众对当地自
然环境状况有着最为直接的经验感受，他们的
意见对于环境决策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以
环保部门为代表的技术专家在对自然环境问题
的判断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个人偏好和视
角，这可能使裁量基准的技术合理性受到质疑，
多元共治则可以降低这种对技术质量的影响。
因此，在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理性主义的
质量要求经验主义的与多元共治并不是绝对矛
盾的，对于某些问题来说，多元共治是技术质量
的保证。
但是，对多元共治技术理性的质疑有其合
理之处。对于很多在技术上已经结构化了的问
题，比如违法行为的本质性因素、最佳可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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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的选择等，多元共治的作用空间非常有限。
因此，这一质疑给我们的启示是，多元共治的对
象并不是全方位的，而是应当侧重于选择那些
技术性较弱或者尚未完全结构化的事项。
第三，对环境民主与行政效率冲突问题的
反思。环境民主与行政效率冲突的症结在于多
元共治的可操作性问题。对于环境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中多元共治的可操作性，要具体地考虑
两方面问题:一是多元主体的参与意愿对可操
作性的影响，二是参与程序的操作难度。对于
多元主体的参与意愿来说，需要明确的是，是否
有意愿参与和是否有权利参与是两个问题。行
政裁量基准这一行政自我控权路径相较于立法
控权路径来说，能够更加灵活、迅速地适应不断
变化的现实情况。这一特点内含了对行政效率
的追求。而环境多元共治所表达的更多的是对
环境民主的追求。在操作层面上，多元共治对
环境民主的追求与行政裁量基准对行政效率的
追求之间存在着冲突。多元共治是为保障公民
环境事务参与权的一项制度措施，因而参与意
愿的问题并不能成为多元共治的阻碍。对于参
与程序的操作难度问题，则可以通过合理的制
度设计加以解决。在能够发挥多元共治控权功
能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地简化参与程序，保证行
政效率。
总之，通过对三方面理论抵牾的反思，可以
得出结论，这些理论问题都不足以排斥多元共
治在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中的实施。而
与此同时，这三方面理论问题有其合理的、具有
启发性的一面。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中
的多元共治并不是绝对的、无限度的，而是具有
一定的现实基础、受制于一定现实条件的，因此
我们有必要为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选择一条
折衷的多元共治路径。
2．折衷选择:有限的多元共治。综上，为保
证行政自主性，需要对多元共治的范围和程度
进行限制;为满足技术质量的要求，需要有侧重
地选择共治的对象;为保证行政效率，需要适当
简化共治的程序设计。因此，作为环境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中多元共治的折衷选择，有限的多
元共治是最佳可行的路径。这种有限性表现在
两个方面:在多元共治的范围上，将共治主体和
共治对象特定化;在多元共治的程度上，以共治
主体在形式上的参与为主。
首先，在多元共治的范围上的限制，主要通
过限定共治主体和共治对象来实现。基于行政
成本和行政效率的考虑，在裁量基准的制定与
实施活动中，将所有私法主体都作为多元共治
的主体是不现实的，将所有裁量基准相关事项
都作为共治对象也是不合理的。因此，在保证
多方利益得到广泛代表的前提下，应有针对性
地选择有参与意愿的特定目标主体作为多元共
治的主体。共治对象则侧重于可操作的、技术
要求较低的事项。
其次，在多元共治的程度上，采取形式性的
共治模式。一般来讲，公众参与模式可以根据
参与程度分为形式性参与模式和实质性参与模
式。作为公众参与的一种实现形式，我们在多
元共治的程度探讨中也不妨沿用这一划分。所
谓形式性的多元共治，其基本的要求是共治主
体对相关事项知情，并且作为共治主体之一的
裁量基准的制定者应当适当考虑其他共治主体
的意见。选择形式性多元共治的原因，一是环
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的多元共治不宜采用实
质性的共治模式。裁量基准的属性是一种行政
自制制度，其制定权并非来自于立法权，而是来
自于执法权。如果立法并未赋予其他主体执法
权，那么执法权就应专属于被授权主体，即行政
机关。而实质性的共治模式要求共治主体共同
分享执法权，这与立法旨意是相违背的。因此，
实质性的共治模式并不适用于裁量基准制度。
二是由于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具有较强的技
术理性，行政机关基于其专业性，应当承担裁量
基准起草、审议、发布和修订工作的主要任务。
社会主体的意见更多的是经验主义的，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对决策过程产生积极影响，但不能
代替行政机关的专业决策。
总之，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的多元共
治应选择一条折衷的路径，这一路径以多元共
治的有限性为特点，在保证行政自制功能的前
提下，实现公民环境知情权，促进公权与私权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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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有限多元共
治路径
( 一) 多元共治的主体
有限的多元共治路径，首先要求多元共治
的主体范围应具有一定的限制，以增强多元共
治的可操作性。与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
相关的主体主要有三类:行政机关、潜在的行政
相对人( 生产经营者) 和一般社会公众。
1．行政机关。作为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制度的多元共治主体之一的行政机关一般是指
制定与实施裁量基准的环保部门，主要是裁量
基准的制定者。在我国现行行政裁量基准制度
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保部门都有行政处罚
权，因而也都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权。
因此，我们无法将多元共治中的行政机关以级
别来界定，而应以其在裁量基准制度中的角色
来界定。
作为多元共治主体之一的行政机关，在制
定与实施裁量基准的过程中，应通过适当程序
接收和考虑社会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在保证行
政自主性和行政效率的前提下，为满足不断变
化的现实需求，对裁量基准的规则内容进行相
应的补充和修订。
2．生产经营者。作为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的多元共治主体之一的潜在的行政相对人，
即生产或经营活动可能产生环境影响的生产经
营者，相对直接地受到裁量基准的影响，较为了
解相关环境事务，在多元共治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生产经营者是正当的多元共治主体。首
先，就权利基础而言，生产经营者享有与环境相
关的经济发展权利，有权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
合理利用环境容量，并承担保护自然环境、减少
污染的环境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因而，其参
与裁量基准的多元共治具有坚实的权利基础。
其次，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软法，虽然并不具有法
律强制力保证其实施，但可以通过行政处罚行
为对生产经营者产生事实上的外部效力。瑏瑠 就
这一意义而言，裁量基准的制定及实施与生产
经营者的利益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生
产经营者有意愿参与裁量基准的制定。最后，
作为行业从业者，生产经营者对本行业的环境
影响往往具有直接的经验认识和专业知识，有
能力参与裁量基准相关条款的审议和修订，促
进裁量基准规则内容的合理性。
生产经营者主要通过了解情况、提出建议
和要求说明理由来实现共治中的参与。在公众
参与的模式分类下，这些事项均属于形式性参
与内容。其中，对裁量基准制定与实施情况的
了解是实现共治的基础。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
则更强调对处罚理由的获悉，即生产经营者在
参与过程中可以要求行政机关说明裁量基准的
制定理由;在受到行政处罚的时候，可以要求做
出行政处罚的行政主体说明裁量基准的适用情
况及其原因。此外，生产经营者可以就所关注
或所从事的行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向裁量基准的
制定者或实施者提出与裁量基准规则内容相关
的修改和完善建议。但必须说明的是，基于行
政自制对行政自主性的要求，生产经营者并不
直接参与环境决策，其所提供的建议或意见不
具有实质性的影响裁量基准制定活动的效力，
而是作为建议供行政机关参考。
3．一般社会公众。作为环境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多元共治主体之一的一般社会公众，是区
别于生产经营者的其他私法主体，包括公民个
人和环保民间组织。由于裁量基准并不直接影
响一般社会公众的利益，因而这一主体的参与
意愿和参与能力较为有限。为保障一般社会公
众的环境事务参与权，同时保证行政效率，一般
社会公众在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多元共治
中在有限范围内参与。
一般社会公众有权参与包括环境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的制定与实施活动在内的环境事务，
其具有毋庸置疑的环境权利基础。相较于从事
环境相关行业的生产经营者来说，一般社会公
众对于环境违法行为的认识较为直观、笼统，缺
乏相关专业知识，难以对环境问题形成全面、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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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了解。但与此同时，一般社会公众对于环
境质量和人身健康有着最为直接的感受和关
切，他们的意见有助于提高裁量基准价值目标
的合理性。
一般社会公众在多元共治中的参与存在着
操作性难题，在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有限
多元共治路径中，可以在确保公众知情权的前
提下，有针对性地限定参与渠道和参与范围，征
集一般社会公众对裁量基准的建议和意见。
( 二) 多元共治的对象
在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有限多元共治
路径下，生产经营者和一般社会公众等多元共
治主体具有知情、要求说明理由和提出建议、意
见的权利，因而裁量基准的多元共治对象特指
这些主体的知情、说明理由的要求、建议和意见
所针对的事项。一般来讲，在裁量基准的多元
共治中，这些事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控权范
围的划定，二是裁量情节的细化。
1．控权范围的划定。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最先涉及的是控权范围的划定问题，即控制
何种裁量权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技术性相对较
弱，更多的体现着控权的价值目标，在有限的多
元共治视域下适合作为多元共治的对象。生产
经营者等多元共治主体的意见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控权范围划定活动的合理性。
行政机关作为裁量基准的制定者，基于执
法经验，从专业性的角度选择执法中频繁发生
的、裁量困难的以及处罚幅度范围较大的违法
行为作为裁量基准的规定内容，规范对这些违
法行为的处罚裁量权，以此划定裁量基准的控
权范围。相对来讲，生产经营者等多元共治主
体所考虑的是基于经验事实而产生的对理性裁
量的预期。这些主体在划定控权范围方面的建
议有助于行政机关了解私法主体的利益关切，
使裁量基准更符合现实需要。此外，控权范围
的划定问题还包括控权重点的划定。一般来
讲，行政机关基于执法经验，选择裁量难度较
大、发生频率较高的违法行为作为裁量基准的
重点内容。对于重点内容，在裁量基准中往往
情节细化得更为多样，格次划分得更为细致。
生产经营者等多元共治主体在此方面可以基于
自身的利益关切，建议强化相关违法行为的裁
量权控制。
2．裁量情节的细化。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的技术构造分为情节细化和效果格化。其中
情节细化的主要工作是选择裁量因素及其在裁
量过程中所占的比例，或称裁量权重;效果格化
的主要工作是根据情节细化结果，将处罚范围
划分为若干个处罚格次。相比于情节细化，效
果格化主要涉及数值的计算问题，技术性较强，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都采取均等分方法，结构化
较为明显。因此，裁量基准的多元共治对象主
要是裁量情节的细化。
裁量情节的细化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裁
量因素的选择，二是裁量因素权重的赋予。裁
量因素的选择是指裁量基准选择若干个考虑因
素来细化立法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比如选择
烟尘黑度、主要污染物类别两个考虑因素细化
立法中“造成大气污染”的概念;裁量因素权重
的赋予是指裁量基准为各种裁量因素规定其在
裁量过程中所占的比例，也就是对裁量活动的
影响程度。从众多事实性因素中选取裁量因素
和赋予相应权重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价值
判断，因而情节细化工作是较为合适的多元共
治对象。
在裁量情节的细化工作中，行政机关基于
其立场和专业知识，对裁量因素及其权重的认
识角度与生产经营者等多元共治主体的认识角
度具有明显的不同。生产经营者等多元共治主
体能够较为清晰地认识到不同裁量因素在违法
行为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这些裁量因素对
违法行为严重程度的影响。他们的意见可以弥
补行政机关因其立场和视角而产生的主观判断
的局限性。
( 三) 多元共治的程序
具有可操作性的参与程序是环境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中多元共治的实施基础。这一参与程
序与一般意义上的公众参与程序相比具有明显
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是建立在可操作性基础
之上的。具体而言，裁量基准中多元共治的程
序性内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裁量基准制定过
程中的多元共治程序，二是裁量基准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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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多元共治程序。
1．裁量基准制定中的多元共治程序性内
容。在裁量基准的制定活动中，多元共治具有
最为直接的作用，因而多元共治在这一环节中
的程序性内容也是最具基础性的。在这一制度
环节中，行政机关一般在拟定草案的过程中即
启动多元共治程序，告知生产经营者等多元共
治主体相关事项，并随时征求这些多元共治主
体关于裁量基准规则内容的意见和建议。
在程序性内容方面，首先行政机关可以出
于行政效率的考虑选择多元共治的重点对象，
拟定重点讨论事项征求其他多元共治主体的建
议。这是因为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往往涵盖
的领域众多、覆盖面大，就所有内容征求意见难
度较大，为实现多元共治的目的，有必要在裁量
基准草案全文公布的前提下标注重点征求意见
的事项。行政机关在收集建议和意见后，应予
适当的、形式上的考虑。所谓“形式上的”，是
指公众意见并不具有实质影响环境决策的
效力。
2．裁量基准实施中的多元共治程序性内
容。相较于制定环节中的多元共治程序，实施
环节中的多元共治并非常态的，可以实时、灵活
地反映环境事实的发展变化，促进裁量基准的
相关规定因应实际情况变化而做出改变。
在裁量基准实施环节中，多元共治的主体
主要是生产经营者，这些主体对于不断变化的
环境违法行为现实状况有着较为直观的经验认
知，并具有高度的参与意愿和参与便利。其多
元共治的程序性内容主要包含两方面:
一是生产经营者等多元共治主体对已生效
的裁量基准提出修改意见。尤其是生产经营者
作为行政相对人时，裁量基准在行政处罚活动
中扮演着处罚理由的角色，行政相对人可以对
裁量基准的规则内容提出建议和意见。这一程
序与《行政处罚法》中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申
辩程序存在区别和联系。二者的区别在于行政
裁量基准并非处罚依据，针对其规则内容提出
建议的权利也并非来源于立法授权; 二者之间
的联系在于裁量基准是行政处罚所依据的处罚
理由，这一处罚理由的合理性可以作为陈述和
申辩的内容。
二是作为多元共治主体之一的行政机关，
考虑生产经营者等其他多元共治主体所提出的
建议和意见。基层执法者如实记录和整理包括
行政相对人在内的生产经营者等多元共治主体
的意见和建议，并定期向裁量基准制定者汇报。
裁量基准的制定部门在收到基层执法者的汇报
后，按日期和相关性进行留存，作为相关裁量基
准后续修订工作的参考资料。
总之，由于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行政
自制、技术质量要求较高等特点，其多元共治应
当选择有限的多元共治路径。环境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中的多元共治，能够在保障公民环境事
务参与权的前提下，从他制的角度加强行政权
力的自我控制，发挥裁量基准制度的软法治理
特点，促进裁量基准规则内容的理性化和控权
功能的实现。
Ｒesearch on the Multi － governing Path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Discretion Standards
Zhu Xiaoqin Li Tianxiang
Abstract: The multi － governance in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discretion
standards is meaningful． It contributes to realize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principle of environmen-
tal law and promote the rationality and acceptability of the rules of discretion standards． But the
theory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standards is conflict with the multi － governance theory of envi-
ronmental law from several aspects． The contradictions contain divergence of ( 下转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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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Zhao Bingrang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Decisive a-
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Poverty alle-
viation is a complex systematic process，wh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egalization standard are
put into test．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re lack of legislative guarantee，power
anomie，rights deficiency and weak awareness of rule of law． We must establish the necessity of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in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order to transform the current poverty
reduction work method and implement the comprehensive law － based governance; indicate that
accelerating necessary lawmaking，implementing law enforcement，improving legislative environ-
ment and promoting the culture of rule of law must be done to enable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to im-
prove poor people’s livelihood and guarantee their rights to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working meth-
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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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control logics between self － control and exterior control，mismatching of technological reason and
obstacle to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of practical perspective． These problems cannot reject the multi － gov-
ernance of discretion standards，while they reveal the option of limited multi － governing path that ought to
be chose． The limitation of this path reflects in the subject，object and procedure． Through the limited
multi － governance，the soft law feature of discretion standards could be more significant and the content of
discretion standards could be more rational． Then the power control function of discretion standards could
be enhanced．
Keywords: discretion standard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ulti － governance; soft law;
administrative self －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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